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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道德决策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如何进行道德决策，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企业中的道德决策这两个基

本问题。首先介绍企业道德决策的主要理论模型；然后简要总结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最后分析

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我国的企业道德决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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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在最近 20 多年的“转型”

期中由于管理、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违反企业道

德的事件屡见不鲜，例如，行贿（如朗讯事件和张

恩照事件）、生产伪劣产品（如伪劣奶粉案）、偷税

漏税、拖欠民工工资和污染环境等。令人欣慰的是，

随着发达国家逐渐重视企业道德问题而步入企业伦

理时代，我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也已开始关注企

业伦理问题。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对企业伦

理的探讨尚处于思辨阶段[1~3]，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企业伦理的引入，意味着从事企业的各项活动

时要进行伦理思考。决策是企业管理过程的中心，

所以企业决策中的道德问题成为企业伦理研究关注

的重点问题，也是企业伦理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

而本文将重点介绍目前的企业道德决策研究。文章

首先介绍企业道德决策的主要理论模型，然后简要

总结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最后分析以

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在我国开展企业道德

决策研究的方向，以期促进我国关于企业道德决策

的实证研究。  

1 企业道德决策的主要理论模型 

企业道德决策研究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是：个

体是如何进行道德决策的（即道德决策包括哪些阶

段以及各个阶段间的相互关系）？哪些因素影响企

业中的道德决策？对于第1个基本问题，目前大家比

较接受的观点是Rest提出的道德决策的四阶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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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四个阶段分别是：⑴识别道德问题，即个体

认识到一个决策情景存在着道德两难的阶段；⑵做

出道德判断，即个体通过多种策略来决定某个行为

从道德上来说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阶段；⑶确定道德

意图，即个体决定以一种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方式来

行动的阶段；⑷实施道德行为，即个体实施道德或

不道德行为的阶段。 
针对第2个基本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

论模型，可将它们总结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模型强

调个体理性推理过程对道德决策的影响，首先是合

理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5]，之后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6]针对

合理行为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拓展，而Dubinsky和
Loken则基于合理行为理论提出了针对市场营销领

域的道德决策模型[7]。第二类模型强调影响企业道

德决策的个体及组织情景因素，例如，道德决策权

变模型（Contingency Model of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8]、人—境交互模型（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ist Model）[9]、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

型（General Theory of Marketing Ethics Model）[10]。

第三类模型为整合模型，Ferrell、Gresham和Fraedrich
在整合道德决策权变模型以及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

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性企业道德决策模型

（Synthesis Integrated Model of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Business）[11]，而 Jones则在整合前人模型

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决策整合模型（Synthesis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Models）[12]。第四类模型强

调道德问题本身对企业道德决策的影响，即问题权

变模型（Issue-Contingent Mode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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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强调个体推理过程的模型 

虽然Fishbein和Ajzen于1975年提出的合理行为

理论[5]并不是针对企业中的道德决策行为，但其思

想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道德决策研究中。该模型

认为，当个体进行决策时，通常会对可利用的信息

进行系统理性的分析；行为意图直接影响着个体行

为，而行为意图又受到个体对行为的态度以及与行

为相关的主观行为准则的影响。其中，对行为的态

度是指个体对行为结果的好恶或利弊的判断；而主

观行为准则指个体人执行某一行为时，认为其他重

要关系人是否同意他/她的行为，亦指社会对个体实

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所施加的压力。个体在对二者

进行权衡的基础上确定行为的意图，而行为意图将

直接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如图1所示）。但是，并非

所有的道德决策都完全处于意志控制之下，因此，

该模型并不能解释那些没有处于意志控制之下的道

德行为。 

 

 
图 1 合理行为理论（Fishbein & Ajzen, 1975） 

针对合理行为理论的缺陷，Ajzen于 1991 年对

它加以扩展，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6]。与合理行为

理论相同，计划行为理论也认为行为意图是影响行

为的最直接因素，但却明确提出“行为意图只有处

于意志控制之下才会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如图 2 所

示，该模型引入了个体对实施某种行为难易程度的

认知这一因素，即“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而对控制程度的这种认知，受

个体的能力、资源和机会的影响。换言之，行为的

执行不只取决于个体的动机，还有赖于资源、技能

和个体知识的配合。此外，行为控制认知不仅影响

行为意图，而且还会影响实际的行为。Ajzen引入“行

为控制认知”这一因素，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解释

力，Chang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引入“行为控制认

知”后，计划行为理论比合理行为理论对不道德行

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13]。 
 

 
图 2 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91） 

Dubinsky和Loken基于合理行为理论于 1989 年

提出了针对市场营销领域的道德决策模型[7]。如图 3
所示，他们的模型起始于行为信念、结果评价、标

准信念和服从动机。这些变量的前 2 个成分影响着

对道德/不道德行为的态度；后两个变量影响着与道

德/不道德行为相关的主观行为准则。对行为的态度

和主观行为准则将共同影响实施道德/不道德行为

的意图，进而影响真实的道德/不道德行为（文献[7]

转引自文献[12]）。 
1.2 强调个体和组织情境因素的模型 

Ferrell和Gresham于 1985 年提出了针对营销组

织的道德决策权变模型[8]。如图 4 所示，该模型认

为，道德决策过程始于产生道德问题的社会或文化

环境；当面对道德问题时，个体的决策受个体因素

（知识、价值、态度和意图）、重要关系人（差别化

联系和角色定位结构）和机会（专业标准、组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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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奖惩措施）三方面的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将

直接影响真实的道德行为；在实施真实行为之后，

个体会对该行为做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将对未来

的道德决策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作用还会受到

个体因素、重要关系人及机会的影响。该模型的特

色在于，它纳入了行为评价对未来个体判断的反馈

机制（文献[8]转引自文献[11]）。 

 

 
图 3 道德决策模型（Dubinsky & Loken, 1989） 

 
 

 
图4 道德决策权变模型（Ferrell & Gresham, 1985） 

 

Trevino于 1986 年提出了人—境交互模型[9]。如

图 5 所示，该模型认为以往研究往往单独强调个体

因素和组织情景因素对道德行为的作用，而忽视了

二者的交互作用。Trevino认为道德决策过程起始于

决策两难问题；并明确提出个体的道德认知发展水

平直接影响着个体对道德两难情景的认知评价；个

体因素（如自我强度、场依存性和心理控制源）和

情景因素（如即刻的工作背景、组织文化和工作性

质）都会对认知评价和行为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而且情景因素还会对认知评价产生直接影响。

Trevino的模型的主要特色是明确地提出道德认知发

展水平这一个体因素对道德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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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因素和个体因素对这种影响过程具有调节作 用。

 

 
图5 人—境交互模型（Trevino, 1986） 

 

图6 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型（Hunt & Vitell, 1986） 
 

Hunt和Vitell于 1986 年提出了市场营销领域的

道德通用理论模型[10]。如图 6 所示，该模型最重要

的特点在于，把个体的道德哲学评价纳入到了企业

道德决策模型中，认为个体主要依据手段论和目的

论两种哲学标准来指导道德判断。手段论强调行动

本身，认为存在着普遍的行为规范来指导人的行为；

而目的论则强调行动的结果，主张根据行为的结果

来评价人的行为。个体会同时考虑手段论中强调的

普遍标准和目的论中所强调的潜在结果，从而进行

一个手段论和目的论的综合评价，而该评价将直接

影响着道德判断。该模型还认为，目的论评价会直

接影响道德意图。例如，个体可能认为某行为是最

文化环境 

行业环境 

组织环境 

个人经历 

道德问题认知 

行为结果认知 

可选择行为认知 

手段论标准

结果的可能性

结果的合意性

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 

意图 道德判断

情景限制 

目的论评价

手段论评价

行为 

真实结果 

决策两难 
认知评价 

道德认知发展水平 道德/不道德行为 

 
 

情景调节变量 
即刻的工作背景 
强制、其他压力 

组织文化 
标准结构、参照他人、服从权威、对结果的责任 

工作性质 
角色、道德冲突解决 

个体调节变量 
自我强度、场依存性、心理控制源 

 



第 15 卷第 4 期                                  企业中的道德决策                                            -669- 

道德的，但却打算采取另一种不同的行为，因为该

行为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该模型认为，道德决策过

程起始于环境（文化、行业和组织）以及个体的过

去经历，个体首先需要认识到当前情景中存在道德

问题，随后个体会搜索各种可选择的行为，确定可

选择行为后，个体对每种行为进行手段论（行为本

身是否正确）和目的论（对各利益相关者所导致的

结果、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各种结果的合意性

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重要性）的评价。该模型的另

一个特点在于，纳入了情景限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并且认为随后的行为结果会反过来对个体的经历产

生影响，进而影响个体处理未来的道德两难问题。 
1.3 整合模型 

Ferrell、Gresham和Fraedrich在整合道德决策权

变模型以及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综合性企业道德决策模型 [11]。如图7所示，

该模型既考虑了Hunt和Vitell所强调的个体认知决

策过程的微观因素（手段论和目的论的评价），也考

虑了Ferrell和Gresham强调的更为宏观的组织文化

因素的作用。道德决策起始于道德问题产生的环境，

决策过程包括意识、认知、道德评价、决定和行为5
个阶段，而组织文化、机会和个体因素会对前4个阶

段起作用。该模型也包括了行为结果对未来道德决

策的反馈机制。与人—境交互模型相似的是，该模

型同样认为个体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对道德认知具

有直接作用。 
 

 

图 7 综合性企业道德决策模型（Ferrell, Gresham, & Fraedrich, 1989） 

Jones对以往的 5 个模型进行了整合，并以Rest
的四阶段模型为基础，归纳出了道德决策整合模型

（如图 8 所示）[12]。Jones认为前人提出的不同模型

各有其侧重点，彼此间并不冲突，而是一种相互支

持和补充的关系。道德决策起始于经济、社会、文

化和组织环境。对于“识别道德问题”阶段，Hunt
和Vitell的模型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可以

被识别，所以使用了“道德问题认知”这一概念；

Rest把识别道德问题作为其模型中一个明显的成

分；Ferrell和Gresham与Trevino则隐含地提到该过

程；而Dubinsky和Loken的则未将其纳入模型中。对

于“做出道德判断”阶段，Rest和Trevino的模型认

为道德认知发展是道德判断阶段的主要成分；Hunt 
和Vitell与Dubinsky和Loken则用道德评价来表示；

而Ferrell和Gresham并未涉及这一过程。Rest、Hunt
和Vitel与Dubinsky和Loken都提到了道德判断对道

德意图的直接影响，以及在实施道德行为之前需要

确定道德意图，而且Ferrell和Gresham与Trevino还认

为道德判断可对道德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对道德决

策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重要关系人、个体调节因素、

情景调节因素和机会[12]。 
Jones在总结以往模型的基础上发现，以往研究

主要关注了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而所有的模型都

没有明确地提出道德问题本身也是影响道德决策的

重要因素。Jones认为，道德问题本身也会影响道德

决策。在图 8 中，Jones用虚线表示道德问题对道德

决策过程的影响作用，随后Jones在同一文章中的后

半部分着重分析道德问题本身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作

用，并提出了问题权变模型[12]。 
1.4 强调道德强度的模型 

问题权变模型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指出道德问

题本身也是影响道德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引入

了“道德强度（moral intensity）”这一概念。道德强

度指一种情景中所包含的道德问题的紧迫程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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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9 所示，Jones提出了道德强度的 6 个维度：⑴

结果大小（magnitude of consequence），即该行为可

能造成的伤害或益处的总和；⑵社会舆论（social 
consensus），即社会上对该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

的认同程度；⑶效应可能性（probability of effect），
即该行为实际上会造成伤害或益处的可能性；⑷时

间即刻性（temporal immediacy），即该行为与行为

结果之间的时间跨度；⑸亲密性（proximity），即决

策者与行为的受害者或受益者在社会、文化、心理

或生理上的亲密度；⑹效应集中性（concentration of 
effect），即一定的伤害或益处大小所涉及的受影响

人群的数量[12]。除了道德强度会对道德决策过程的

四个阶段产生影响外，组织因素也会对道德决策过

程的后两个阶段产生影响。 
 

 

图 8 道德决策整合模型（Jones, 1991） 

 

 
图 9 问题权变模型（Jones, 1991） 

2 企业道德决策的实证研究 

2.1 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研究者们开展了众多的实

证研究来考察企业中的道德决策。企业道德决策研

究通常采用基于情境的剧本研究方法（Scenario- 
based Vignettes），剧本研究法的优点是可以让受测

者投射在一种接近实际的标准化决策情境中，这种

方法可以向不同的参与者提供标准化的社会刺激，

并且可以使决策情景更为现实 [14]（转引自文献

[15]）。为了避免个体的社会期许（social desirability）
效应，在每个虚拟情景中通常会设定一位假想行为

者，然后请参与者根据对当前情景和假想行为者的

R=Rest（1986） 
T=Trevino（1986） 
D/L= Dubinsky & Loken（1989） 
F/G=Ferrell & Gresham（1985） 
H/V=Hunt & Vitell（1986） 

Jones 的模型 

F/G 
H/V 

R, D/L, H/V 

D/L  

F/G 

道德认知发展: R, 
T  
道 德 评 价 : D/L, 
H/V 
未说明: F/G 

明确: R, H/V 
隐含: T, F/G 
未说明: D/L 

R, D/L, H/V 

T

T  

F/G 

F/G 

T, F/G 

识别道德问题  
做出道 
德判断 

实施 
道德 
行为 

确定道德意图 

 
社会、 

文化、经

济、组织环

境 

重要关系人 

个体调节因素 

情景调节因素 

机会 

道德问题的特性（道德强度） 

道德强度（结果大小、社会舆论、效应可能性、时间即刻性、亲密性、效应集中性） 

识别道德问题 做出道德判断 实施道德行为 确定道德意图

组织因素 
群体动力、权威因素、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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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通常是不道德的行为）回答随后一系列测量

其态度的问题。由于在剧本研究法中很难测定参与

者的实际道德行为，所以企业道德决策的实证研究

主要考察了不同影响因素对道德决策前三个阶段

（道德识别、道德判断和道德意图）的影响。 
以往研究主要采用问卷的形式测查道德决策的

前三个阶段。如对道德识别的测量是采用问卷的方

式让参与者回答对“该决策情景涉及道德问题”这

一项目的同意程度（5 点或 7 点利克特量表）[16]；

对道德判断/评价的测量会让参与者回答对“该行为

是道德的”这一项目的同意程度（5 点或 7 点利克

特量表） [17]，或者通过多维道德量表（Multi- 
dimensional Ethics Scale，MES）来测量参与者的道

德评价[18, 19]；对道德意图的测量会让参与者回答对

“在这种情景下，我也会采取此行为”的同意程度

（5 点或 7 点利克特量表）[20]；或者采用更为具体

的描述如“作为质量控制经理，我将公布关于该工

厂累计污染效应的发现”、“作为质量控制经理，我

将不会公布关于该工厂累计污染效应的发现”（反向

记分题目）以及“作为质量控制经理，我很有可能

将公布关于该工厂累计污染效应的发现”[21]；或通

过“在这种情景下，我采取此行为的可能性高/低”

的语义差异量表形式考察参与者的道德意图[22]，为

了避免社会期许效应，研究者也会让被试通过回答

他/她认为其他人在这种情景中会如何行动来反映

其真实的意图，如“在这种情景下，我周围的同事

采取此行为的可能性高/低”[22]。 
目前，企业道德决策研究中主要采用了问卷法

[21]，也有少数研究采用了实验法和访谈法。如Frey
采用了被试内的实验设计方法来考察道德强度对道

德决策影响，基于情景研究法，共采用了 2 个情景，

每个情景同时控制了道德强度的 6 个成分，每位被

试会同时接受在所有成分上强度都低的低道德强度

版本和 1 个在某个或某几个成分上的强度高于低道

德强度版本的其他版本，共形成 63 种组合，通过多

元方差分析发现，除亲密性之外，道德强度的其他

5 种成分都对道德决策具有显著影响[23]。同样是探

讨道德强度的效应，Dukerich等（2000）则采用访

谈法考察了道德强度因素对道德识别的影响，研究

者让 40 名经理人描述他们曾经在自己组织中遇到，

并已经解决的一个道德问题和一个非道德性问题，

并对每类问题回答一些相同的问题，如“他/她为什

么认为该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或是非道德性问

题？”2 位独立的编码者随后对访谈数据进行了编

码。通过编码数据，研究者首先通过探索性因素分

析发现道德强度中的结果大小、社会舆论、效应集

中性和亲密性被归为因子 1，并被命名为“组织道

德强度”，而时间即刻性被归为因子 2（研究者并未

对效应可能性这一成分进行编码）。通过t检验发现，

其中“组织道德强度”在这两类问题中存在显著差

异，涉及道德问题的情景具有更高的道德强度值，

而时间即刻性在这两类问题中不存在显著差异[24]。 
2.2 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 

文献[25]、[26]这两篇文章曾对以往的实证研究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总结和阐述，有兴趣的研究者可

以详细查阅这两篇文章。目前，企业道德决策的实

证研究主要考察了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以及道德强

度对道德决策各个阶段的影响：影响企业道德决策

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和工作经历、

道德认知发展水平（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道德意识形态（Ethical 
ideology）、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和

文化因素等，目前基本认同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心

理控制源、道德意识形态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这 4 种

个体因素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26]；影响企业道德

决策的组织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的道德规范、道德风

气、公司奖惩和公司规模等，其中道德规范、道德

风气和公司奖惩这 3 种因素基本上形成了比较一致

的结论，大部分研究支持公司存在道德规范、良好

的道德风气以及奖惩措施（对道德行为的奖励和对

不道德行为的惩罚）会提高决策的道德水平[26]；而

对于道德强度因素，目前研究者普遍认同结果大小

和社会舆论这两个成分的影响最大，而未来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确定其他 4 种成分的作用[26]。 

3 问题与展望 

3.1 以往研究的不足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企业道德决策的研究已经

蓬勃发展起来，其研究结果对于提升企业的道德修

养、构建企业伦理优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目

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除了O’Fallon提到

的缺乏理论建构、对道德行为的操作和测量存在着

问题以及缺乏对交互作用的考察之外[26]。笔者认为

以往研究的一个很大的不足是过于强调了道德决策

的理性因素，而忽视了情绪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

目前，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已得到研究者的普遍

关注[27]。在此大背景下研究者们也开始强调情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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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决策中的主导地位[28]。具体到企业道德决策研

究领域中，有研究者提出情绪的愉悦度和激活度会

对道德决策产生影响[29]。最近也有证据表明，积极

情绪比消极情绪对企业道德决策的影响更大[30]。未

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将情绪因素引入企业道德决策

研究中，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道德决策。 
3.2 在中国开展企业道德决策实证研究的方向 

虽然国外的企业道德决策研究已经蓬勃发展起

来，但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中国是一个

有着悠久历史和特殊发展经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的企业道德决策实证研究应主要从两个方向上开展

工作，寻求发展。 
首先，我们应积极学习国外的研究方法，将国

外成熟或正在发展的相关问卷进行中国化检验和修

订，如 Forsyth 的道德立场问卷（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EPQ）、Victor 和 Cullen 的道德风气

问卷（Ethical Climates Questionnaire，MCQ）以及

Reidenbach 和 Robin 的多维道德问卷等，为中国的

企业道德决策研究提供方法学上的支持。 
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的文化

差异，立足中国国情，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在

解释结果时也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如

Redfern 和Crawfor运用道德立场问卷（EPQ）考察

了中国被试的道德意识形态，虽然研究者运用了一

个在西方背景下编制的问卷，但在中国背景下也得

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而作者在讨论时也充分认识

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道德立场问卷中理

想主义维度的某些题目在中国可能更应该解释为儒

家所倡导的仁爱之心[31]。 
其次，我们应积极开拓有中国特色的企业道德

决策研究领域。中国在其道德体系发展上有着自己

的独特性，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受传统观念和社会

转型的影响，其企业道德决策研究也应有其独特的

一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有中国特

色的道德决策研究。 
一方面，我们应重视社会转型对企业道德决策

影响的研究。中国正处于从公有制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换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了多种因

素的影响，这包括强调三纲五常的传统道德观念，

重视对党、国家、人民负责的毛泽东思想以及重视

经济效益的邓小平理论，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

史时期，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转型期

中的企业道德决策的良机。 

另一方面，我们应重视“关系”的道德问题研

究。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关系”的国

家[32, 33]。按西方的观点，重视“关系”是不道德的，

认为它通常会导致腐败和不公正，但按中国的传统

观点来看，重视“关系”并非不道德，它只是一种

更为有效的开展商业活动的方式，只是培养感情，

增强信任的一种手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制

的健全，人们的传统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人

们将如何评价“关系”的道德性呢，这种评价将如

何影响相关的企业道德决策呢？这也将是值得探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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